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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是科技战略引导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也是未来科技、产业竞争的核心支撑力量。在当前竞争形势日益复杂环境下，将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形成纳入相对确定的形成决策机制，是保持其重要功能定位，有效支撑科技、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方面。基于公共治理理念和科技治理体系视角，探索提出我国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机制框架，主要包括构建科技决策立法与监督体系，确保各主体科技诉求的表达，在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各主体诉求，实现最高决策主体的民主决策，优化决策体系中各环节反馈与协同机制等方面。期望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重大科技任务管理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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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sks Under Governanc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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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ols for national strategic guidanc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national 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sks are becoming the core supporting force for future industrial and S&T competition. Under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national S&T task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fixe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as to maintain the long-lasting supporting function in the sustainable global competition of S&T and economy.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concep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ublic governance" and proposed the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for the national S&T tasks. The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mainly consists the following parts, which a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isl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for the S&T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corporating the appeals of the S&T bodies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the democratic top decision-making by combination of the appeals from much more S&T bod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lasting feedback and the synergy among the S&T bodie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national S&T system and th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S&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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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为核心，集中优势力量攻克重大科技问题，引领国家产业竞争力提升，优化社会民生福祉，支撑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抓手。重大科技任务目标和方向遴选的科学化、制度化，不仅是国家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前提，更是事关一国把握前瞻性方向、构建未来竞争优势的根本保障。关于如何选择和确定重大科技任务攻关的方向，虽然既往国内外一些重大科技项目/计划提供了一些经验，但由于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竞争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确定性增加等，都使得当前前瞻研判、精准把握重大科技发展趋势和前沿方向变得更为复杂，因此，亟需在国家治理体系宏观框架下，建立适合科技发展新特点、适合国际竞争新环境的重大科技任务的形成决策机制。本研究通过梳理治理理论的发展，对科技治理体系框架进行了总结分析，探索提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机制框架，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重大科技项目管理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1  治理的理论溯源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的发展催生了“公共治理”理念的提出。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将公共治理定义为公共和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并达成动态平衡的持续过程。源于西方公共治理的“治理”理念强调政府与社会多主体、多中心对于公共事务的协调共治，如Stoker[2]认为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参与者通过形成自主的网络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在该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的界限和责任较为模糊；Carver[3]、Lowndes等[4]、Newman[5]提出治理是一个在地方、国家或世界范围内解决公共问题的机制，涵盖决策的制定、资源分配、组织或社会方向的确定等方面。我国学者俞可平[6]、张慧君等[7]等提出，国家治理是以政府、市场和社会相协调为手段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以实现满足社会成员多种需求的目的。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于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如下方面进行：（1）治理的理念，包括参与、民主、自由、平等、协商、法治等理念；（2）治理的实现，体现在权力民主化、主体多元化、手段法制化和多样化、路径双向化、过程公开化等；（3）治理的实质，着力扩大社会参与范围以增强整体治理绩效的提升；（4）治理的现代化，通过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建设提高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中法制化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8]。对于治理理论相关概念，学界提出了初步共识，即认为治理是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规则、权力等多种工具，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多主体共同参与实现统治的过程；治理体系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总称，包括治理主体、结构、机制、手段、文化和理念等相关要素；治理能力是维系治理系统良性运作的治理机制形成与实施，包括对系统特点的认知和分析能力、对政策和问题的聚焦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政策调整等能力[9-12]；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文明化，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13-16]。与侧重于自上而下计划的管理理念同源但侧重点不同，治理理念强调更多主体的参与和民主决策的过程，侧重于以协商为主的多元化、网络化的合作管理行为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决策机制，更多体现过程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法治、回应性和有效性等特征[17-18]。
2  治理理论的国内视角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转变是“十八大”以来党对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升华[19-21]。与学术界讨论的“治理”不同，我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有其特殊的制度基础，治理理论的国内视角主要体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并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对于国家治理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管理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物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等各个方面[22]。此后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大篇幅引用没有标注来源。不建议在一篇短小论文中做如此大篇幅的且非研究主题“科技治理”方面的原文引用，建议笔者用自己的认识做提炼性概括阐述。】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虽然有关治理的理念和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引入国内，但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学术界才开始广泛研究和探讨我国的国家治理的问题。国家治理是世界性问题，尽管各国的价值取向、体制、机制体系存在差异，但源于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探讨为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23]，如马骏[24]提出我国治理转型是建立一种正式制度，让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一个公开、公平的程序中凝聚共识，并将其转化为政策或决策；邵鹏[25]提出通过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和重点也提出了较多观点，但结合我国国情和体制特征进行治理体系相关研究仍较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仍在进一步发展中[17]。
总体，我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制度有其特殊的制度基础，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完善、优化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实现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优效化[26]。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3  科技治理体系的发展
当前科技对于经济社会和公众的影响趋复杂化，科技活动也已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科技治理体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总体框架结构进行了改革，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现代化科技治理体系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当前国内对于科技治理体系研究偏少，学界主要基于既有公共治理理论和框架研究科技体系中的问题，提出科技治理体系也应逐渐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等较为广泛的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模式，逐渐向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民主化等特征发展[27]302-304, [28]。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体现在，通过制度体系和机制的建立，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以充分激活创新主体的活力，共同推动科技的发展[29-30]。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创新系统是政府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的复杂系统，因此通过建立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和多部门协调的网络化治理体系，可有效协同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29]。
总体，在公共治理理念的理论框架下，科技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以及体系机制的高效化，具体表现在：（1）完善科技治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建设，实现科技创新全覆盖；（2）协调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科技公共治理，形成以行政主体为主导、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科技治理体系结构，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对创新系统的全覆盖；（3）科技决策和治理过程中加强法治化、科学化、公开化和民主化建设，推进各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在科技决策中更多体现各主体诉求[31]。其中，法律与制度体系的形成是推进实现科技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32]。
当前，我国科技治理体系的发展总体跟随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步伐推进，但同时我国科技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也面临着较多挑战，重点体现在：一是推动科技创新系统中多元化主体的发展及其通过参与治理形成较为优化完善的科技治理体系结构；二是构建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完善治理规则，实现科技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三是构建充满活力的科技决策与实施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科技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32]。
4  治理理念融入科技决策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科技决策与执行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与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结构密切相关和高度一致。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结构是科学技术相关主体机构设置组成并形成的管理结构[33]。经合组织（OECD）提出了集中型、分散型和二元型3类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结构，学界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讨论。集中型体制结构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科技决策与管理，主要通过设置国家科技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本国科技活动，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协调各方主体和资源，有助于集中优势力量开展长期、相对高风险的研究[34]。分散型体制结构的科技活动管理职能分散在政府多部门，科技活动多以自律性、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注重创新生态的形成与营造，科技需求直接来源于各行业领域和相关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从而使得需求导向和应用转化相对高效。此外，有少数国家的科技管理体制结构介于集中型和分散型间，表现在有更多主体参与科技管理与协调，政策机制较为复杂[35]。集中型科技管理体制结构可通过融入治理理念，以推动科技治理向多主体化、科学化、制度化、高效化等方向发展[27]308-312。我国是集中型科技管理体制结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下，科技政策制定与决策将更多融入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科技决策参与主体多元化。治理理念强调科技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治理理念下的科技决策将从政府绝对主导向多主体共同参与模式发展，通过法律和制度设计，推动和保障包括科技立法与监督主体、科技行政主体、科学家共同体、基础研究主体、技术创新主体（企业与市场主体）、公众、科技服务主体（社会主体）等在内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科技决策[27]304-308,[35-36]。多主体参与科技治理有助于协同科技决策和资源配置，同时利益相关方对其治理角色的风险承担可为科技活动有效管理提供可靠的环境[35]。
二是科技决策法制化和制度化。治理理念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制化和制度化，加强科技立法与监督的主体职能，完善科技法律和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科技机构、知识产权、科技活动等法律覆盖和监督，将科技决策纳入法制化、制度化体系。
三是科技决策的协调化和民主化。治理理念政策机制的总体基调倾向于多方主体参与以及向科学公共治理过程的透明化、协调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科技公共治理为各主体间以及主体内部间提供一个交流、沟通和妥协的平台，而有效处理分歧可实现治理的高效化。
当前我国科技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处于探索改革阶段，基于治理理念的科技决策机制的发展也面临来自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社会基础支撑不足、决策成本升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倾向的潜在不可控等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37]。
5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机制探讨
自20世纪中叶，以美国、欧盟、日本等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集中启动实施了一系列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科学技术、产业经济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38]。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态势整体发生变化，进入“三跑”（【补注释说明】）并存阶段，颠覆性前沿科技发展呈无规律化、随机化趋势，重要科技需求领域也进一步呈泛化趋势，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形成决策变得尤为复杂，因此，探索将国家重大任务形成纳入相对固定的决策机制框架，是保持重大科技任务重要功能定位和持续支撑经济及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方面。本研究探讨提出基于科技治理视角的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机制框架，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以下4方面内容：
一是科技立法与监督体系的建立。将科技治理与决策活动纳入法律规范体系并建立监督体系对其进行依法监督，是保证科技决策规范、稳定、可持续的重要环节[39-42]，依托法律和监督体系，从制度层面和实施层面对重大科技任务的形成决策进行法制化规范，将其纳入法制轨道。
二是各主体科技诉求的纳入与决策中各主体诉求的体现。科技创新活动中包括广泛、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主体，各方主体关于科技发展的诉求是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形成的重要素材。迄今世界主要国家实施的数以百计的重大科技项目，虽然其领域的聚焦和项目的形成具有各自时代和本国的特色，但总体符合来源相关主体诉求的特点，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欧盟的“伽利略计划”等，主要源于应对国际威胁和竞争；欧盟的“地平线2020” “空中客车计划”新兴技术（FET）计划”，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韩国的“高速铁路计划”等，符合支撑整体发展战略与优势产业特点；美国的“国家微生物组计划”“精准医学计划”虽然源于内部科技咨询体系，但同时也反映了公众对于健康科技的诉求[38]。因此，建立产业界、学界、公众、行政主体在内的广泛利益主体的科技诉求机制，充分体现各主体在产业技术短板和国际产业竞争方面、在基础前沿和学科建设方面、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方面以及在民生改善和环境治理方面的科技诉求，使之成为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框架的重要环节。
三是科技行政主体对于各方诉求的合议以及最高决策主体的民主决策。科技行政与决策主体对国家战略总体宏观把握，充分兼顾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决策，应适时增加科技决策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决策过程的民主性；此外应充分发挥科技服务和支撑机构在最高决策环节中的建议和智力支撑作用。
四是决策体系中各环节持续的反馈与协同机制的优化建设。反馈与协同是治理视角中决策机制的重要特点，建立各主体诉求协同、反馈的制度体系与协同系统，以确保各主体形成并清晰表达诉求的同时实现诉求的不断融合与协同，是实现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的重要环节，因此决策体系的理念制度、配套技术等都应以有利于互动和协同为标准，并通过建立众多主体间相互规制关系，以监督和保障责任的实现。
 (
立法与监督主体
：
科技立法与科技决策监督
各主体的科技诉求
行政
主体的合议
最高决策主体决策
持续的反馈与交流协同
产业主体科技诉求
：产业
技术短板
、
国际产业竞争
学界主体诉求
：基础前沿、学科建设
行政
与决策主体诉求
：国家战略、国家安全
社会公众科技诉求：民生改善、环境治理
)
图1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机制框架

6   结论
治理理论的发展与我国实现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从总体推动我国科技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其中科技决策是实现科技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研究提出在科技治理体系框架下构建重大科技任务形成决策机制框架，从立法监督、主体诉求、民主决策、反馈与协同机制层面，将国家重大任务形成纳入相对固定的决策框架，以保持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重要功能定位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重大科技项目管理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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